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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保障减缓主观贫困的实证研究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检验

郑 时 彦1,王 志 章2

(1.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610064;2.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顺利收官,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由绝对贫困的消除转为相对贫

困的缓解。贫困概念既有其客观性,也有其主观性。从主观角度研究贫困问题可以为我国在新的阶段更

好的界定相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基于CGSS2015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

分匹配模型,探究了我国社会保障对主观贫困的减缓效应及其区域与城乡差异。研究发现:(1)我国社会

保障能够有效减缓居民的主观贫困,较之未参保群体,参保群体的主观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3.13%;(2)我

国社会保障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存在城乡差异,较之城市居民,我国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的主观贫

困减缓作用较不明显;(3)我国社会保障对居民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存在区域差异。较之东西部地区,我

国社会保障对中部地区居民的主观贫困减缓作用未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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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GDP从1979年的385元增长

到2017年的59201元[1],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2]。随着脱贫

攻坚进入尾声,我国的减贫工作也翻开了新的篇章,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志

刚指出,2020年后的扶贫工作应“围绕从主要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从主要解决收

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转变,从重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3]。由此可见,

2020年脱贫攻坚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贫困的终结,“后脱贫时代”我国将面临更加复杂、更加多维

的贫困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贫困标准的制定都是以客观的收入为主要依据,我国的减贫政策也主要瞄准

客观贫困的消除。但贫困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既有其客观性,也有其主观性。如何消除个体的主

观贫困,提升其主观幸福同样应当是扶贫工作关注的焦点。

主观贫困是个体对自身贫困状态的一种自我评定,是基于人们自身的实际心理感受对其生

活状态所做的综合评判[4]。相较于传统的将贫困界定为一种“客观状态”的认知,主观贫困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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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贫困的主观性,且因其强调个体参照周围环境对自身贫困状况进行自我评估,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一种相对贫困[5]。主观贫困概念可以为我国在新的阶段更好的界定相对贫困、缓解相对

贫困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而无论是在减缓绝对贫困,助力脱贫攻坚,还是在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

社会保障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社会的“安全网”“稳定器”与“调节器”,社会保障不仅

在物质层面为居民减少遭遇不确定风险后的财产损失,降低“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等状况发生

的可能,还能在心理层面培植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强调将“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作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要举措,“使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6]。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完善覆

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

机制”[7]。如何进一步优化社会保障体系,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相对贫困的减缓与脱贫成果的

巩固,是“后脱贫时代”党和国家应当着重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此背景下,准确测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剖析现行社会保障制度

在减缓主观贫困方面存在的短板与不足,不仅有利于在理论上深化对贫困本质的认识,为“后脱

贫时代”的反贫困工作提供思路,也有助于在实践上助推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巩固脱

贫成果,缓解2020年后面临的相对贫困问题,切实提升人民主观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客观贫困与主观贫困

贫困是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的社会现象,也是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对贫困与反

贫困问题的研究始于贫困概念的界定与贫困的识别,即是回答“何为贫困”以及“如何识别贫困个

体”。Rowntree在其著作《Poverty:Astudyoftownlife》中最早对贫困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

定。他将贫困定义为“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使其获得仅能维持物质生活的最低限度的生活

必需品”[8],这一状态又被称之为“绝对贫困”。“绝对贫困”采用收入水平描述贫困状况,基于此

思路,人们对贫困的衡量尺度后又延伸为了消费支出、物资占有等等。绝对贫困理论影响了很多

国家的贫困线制定。世界银行将贫困定义为“福祉被剥夺的现象”[9],以每人每天生活支出

1.25美元的标准划定了国际贫困线,并于2015年上调为1.9美元[10]。我国国家统计局则将贫困

定义为“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

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11]。然而一些学者对这种建立在客观

的“生计维持思路”上的绝对贫困理论提出了质疑。AmartyaSen主张将贫困视为基本可行能力

的被剥夺[12],并构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与多维贫困指标(MPI)[13],我国的“两不愁、三保障”

也正是瞄准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构建。Townsend则强调通过“社会排斥”认识贫困,他指出“贫
困是一个被侵占、被剥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主

流之外”[14],被社会排斥的个体无法获得参加经济活动或参与社会生活的服务,也无法参与政治

活动[15]。

尽管学者们对贫困的认识不一,但都是从客观的角度去定义贫困,在贫困的识别上采用“他
决”,而忽略了个体对自身贫困与否的判断。主观贫困(SubjectivePoverty)的研究就来源于对客

观贫困的反思。相较于传统的缺乏维持生计的最低物质性条件的客观状态,在贫困概念的阐释

上,以PraagBV为代表的学者主张贫困并非是客观状态而是主观感受,倾向于从主观上将其描

述成“缺乏快乐”,并将“快乐”一词等价于“幸福、福祉、效用或生活满意度”[16]。这些学者对贫困

的描述更多采用功利主义效用标准。KoczanZ等学者则从多维角度对主观贫困进行定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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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贫困是居民对个人经济地位的综合评价,不仅包括收入,还涉及其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同时

他认为主观贫困反映了贫困的脆弱性,人们从主观角度考虑可维持生计的最低收入时会因为对

意外冲击的预期而变得更加保守,因此主观贫困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处于“风险中”的
人群,他们的家庭在正常情况下可以维持生计,但却非常容易受到风险冲击,进而重新陷入贫

困[17]20-23。我国学者在对主观贫困的研究中同样发现主观贫困具有多维性,可以被分解到就业、

主体性、安全、体面等多个维度[18]。其测度方式是通过个体“自我感觉生活需要不足”[19]。主观

贫困概念对于我国反贫困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主观贫困是一种贫困感受,跟评估者的参照群

体有直接关系,也可被视为相对贫困[20]。与客观贫困相比,主观贫困考虑了公众的偏好,强调了

个体效用,有助于我国反贫困政策的修正[21]。主观贫困标准的研究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后防止返贫,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客观贫困的重要

补充[22]。YonasAlem在研究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的主观贫困问题时明确主张任何衡量经济增

长对福利影响的研究都应将主观方法包含在内。而在实证研究中,国外学者对主观贫困个体的

识别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思路[24]:一是考察受访者对自己经济地位的评价或询问其关于自身社会

地位的自我认知。二是考察受访者认为的每月维持生计的最低收入水平。三是基于共识理论考

察被公认为是穷人的人。我国学者则沿用了国外学者的方法,例如通过询问受访者在与周围大

多数人比较中关于自身经济地位的看法[25],或是以农民主观贫困标准是否高于其家庭人均纯收

入作为判定标准等等[26]。
(二)关于主观贫困的减缓

学界基于主观角度概念探讨贫困的减缓还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由于主观贫困具有多

维性,学者们更多是从主观贫困影响因素角度研究主观贫困的减缓。GaryN.Marks研究了澳

大利亚的主观贫困影响因素,指出主观贫困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了社会经济背景、家庭可支配收

入等经济因素,还与婚姻状况、性别差异、学历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有关[27]。EszterSiposnéNándori
基于Easterlin幸福-收入悖论,在对匈牙利的实证研究中证明了主观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与收入水平、罗姆人血统、社会权利和失业率都有关系,仅仅是提高个体的绝对收入可能无法有

效缓解其主观贫困,因为主观贫困也与相对剥夺有关[28]。GuagnanoG,SantarelliE等发现社会

资本不仅与家庭的客观贫困状况紧密相关,还显著影响着个体对贫困的自我认知。因此他们认

为为了提高家庭经济福利,除了采用传统的为家庭收入提供支持的措施外,政府还应当采取措施

提升贫困家庭的社会资本[29]。Mahmood.T等指出主观贫困的决定因素不仅限于家庭消费,还
包括家庭规模、家庭人口结构、农业土地所有权、卫生设施、人身安全和粮食安全等,政府应该在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教育、自由住房、人身安全等决定性因素着手解

决主观贫困的问题[30]。

我国学者同样针对主观贫困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揭示了个体的主观贫困同家庭

资产等经济层面因素、性别学历等人口统计学层面因素、公平感知等心理层面因素、社会保障参

与与决策参与等个体权利层面因素都紧密相关。因而提出仅从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角度理

解和识别贫困人口,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政府在扶贫中应将主观贫困概念纳入考量,不仅应

适当提高救助标准,还需加强制度建设,变革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保障居民的

决策权、参与权与发言权[3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筑起社会“安全网”,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通
过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社会公平,切实提升个体的公平感[32]150。

(三)关于社会保障缓解主观贫困

减缓贫困一直是我国社会保障的价值目标之一。常建勇、龙玉其等认为扶弱济困,关注弱势

群体和贫困人口是社会保障的必然要求[33]。左停等也指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本身就是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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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发展综合目标的重要部分,其减贫作用体现在实现收入再分配、保护和增强人力资本、分摊

社会风险补偿损失、保基本兜底线减少贫困四个方面[34]。而作为我国扶贫开发的重要路径,社
会保障多次在我国的反贫困文件中被提及。此外,提升个体幸福感、减缓居民主观贫困也逐渐成

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价值目标。孙元元、何凌云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以国民幸福为

导向[35]。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到要通过“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6]。而在实证研究中,Koczan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于

欧洲部分国家主观贫困没有显著影响,他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社会保障的低覆盖率以及社会保障

网的针对性下降[17]11,但其结论对我国社会保障缓解主观贫困的参考价值较为有限。国内对于

社会保障减贫效应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客观贫困领域,聚焦社会保障缓解主观贫困的研究并不

多见。HanjieWang等考察了中国农村主观贫困标准的影响因素,发现其与重大非经常性支出

高度相关,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所致[36]。

综上来看,本文认为主观贫困是个体认为自己无法公平地获得就业、教育、健康等促进人类

体面生活的基本可行能力而产生的福祉被剥夺的心理认知。这一定义一是体现了主观贫困的主

观性,是一种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主观感受”而非“客观状态”。二是强调了主观贫困的多维性,

是由于就业、教育、健康等各维度的基本可行能力不足而产生的认为自己处于贫困状态的综合评

价。三是体现了主观贫困的相对性,主观贫困同样与个体与周围环境的比较中感受到的不平等

有关,主观贫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相对贫困。四是具有时代性,结合2020年后缓解相对贫困

的主要任务,引入AdamSmith和AmartyaSen对贫困以及“生活必需品”的认识,用无法“体面

生活”和“可行能力”被剥夺来阐释贫困。

可以看出,相较于传统的将贫困视为一种“客观状态”的观点,主观贫困倾向于从“自我感知”

定义贫困,其核心是从主观角度提升个体的幸福感,从而减缓个体对贫困的自我认知。尽管正如

AmartyaSen等学者主张的那样,片面强调主观的幸福或效用有失偏颇,但主观贫困也包含传统

的“绝对贫困”、“可行能力”等理论所未包含的信息,对主观贫困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客观

贫困,而是将主观贫困作为客观贫困的有效补充和认识贫困多维性的有效工具,丰富贫困与反贫

困理论,使之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我国一直以来都将减缓贫困作为社会保障的价值追求,随着时

代的进步以及对贫困认识的不断加深,减缓主观贫困实现个体幸福感的提升也逐渐成为反贫困

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现实要求。有鉴于此,本文结合CGSS2015数据,着重研究了我国

社会保障对主观贫困的减缓效应,并结合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探讨了我国社

会保障缓解居民主观贫困的区域差异及城乡差异。

三、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本研究采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微观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2015年

CGSS项目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共完成有效个人问卷10968份。本研究拟选取变

量为主观贫困变量、社会保障变量以及可能会同时影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控制变量。其

中,主观贫困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主观贫困的相对性及主观性,本文采取国内外主观贫困研究

中较为常用的考察个体对其经济状况的自评的思路,参照刘波、王修华等[32]145学者在实证研究中

对主观贫困的识别方式,即通过受访者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自我评价,将认为自己家庭生活状况在

所在地属于“远低于平均水平”的个体界定为处于主观贫困状态,变量赋值为1,反之为0。社会

保障变量为解释变量,本文通过社会保障参保来衡量个体是否享有社会保障,由于社会保障各个

项目中,社会保险的保障对象最广,覆盖面也几乎囊括了全体城乡居民,其中养老保险与医疗保

511



险重点瞄准我国养老与就医两大民生领域,着重解决因病致贫与老年贫困,对于主观贫困缓解作

用较大,而社会保障中的其他项目则主要针对特殊人群且覆盖面有限。有鉴于此,本文采用方匡

南和章紫艺[37]的做法,将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并集作为衡量个体是否参保的指标,

若个体参保,则变量取值为1,反之为0。考虑到商业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

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同样将商业医疗保险与商业养

老保险纳入社会保障参与的计算中。从过往研究来看,个体的主观贫困受到收入状况、心理预

期、人口学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囊括了国内外主观贫困的影响

因素研究中通常使用的变量以及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尽量规避遗漏变量导致的内

生性问题,以便更好地进行协变量筛选。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 变量及说明

变量 问题与说明 赋值方法 均值 标准差

主观贫困 A64.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
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无法回答处理为缺失值

1.远低于平均水平

0.其他选项
0.3361 0.4724

参保情况 A61.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
下社会保障项目?

不适用处理为缺失值,养老保险与医疗
保险并集为0,代表享有社会保障,其
他为1(为了便于1对多匹配,将0,1反
转)

0.0582 0.2341

客观贫困

A62.您家2014年全年家庭
总收入是多少

A63.您家目前住在一起的
通常几个人

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处理为缺失
值,全年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成员人数
后<4319.40元(世界银行2015年贫
困线标准)赋值为1,其余为0

0.1450 0.3521

是否失业 A58.您的工作经历及状况
是?

1.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曾经有功非农工
作、目前务农曾经未务农

0.目前没工作只务过农、目前没工作曾
经有过非农工作、从未工作过

0.5725 0.4947

自评健康状况 A15.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
状况是?

无法回答处理为缺失值

0.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

1.比较不健康、很不健康
0.1794 0.3837

个人收入对数 A8a.您个人去年(2014)全
年的总收入是多少?

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处理为缺失
值,0元处理为1*10-7极小值,并取
对数

5.666 9.522

家庭收入对数 A62.您家2014年全年家庭
总收入是多少?

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处理为缺失
值,0元处理为1*10-7极小值,并取
对数

10.03 3.712

社会保障满意度

B166.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对
政府所提供的下面公共服
务的满意度如何? 如果0
代表完全不满意,100分代
表完全满意,您分别打多少
分? (社会保障)

拒绝回答与不知道处理为缺失值 69.28 18.11

家庭成员个数 A63.您家目前住在一起的
通常几个人

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处理为缺失
值,删除family_zise=50的奇异值 2.892 1.412

受教育程度 A7a.您目前的最高受教育
程度是?

无法回答与其他处理为缺失值,没受过
教育赋值0,私塾、扫盲班、小学赋值6,
初中赋值9,职高、普高、中专、技校赋
值12,大学专科、大学本科赋值16,研
究生及以上赋值19

8.766 4.809

是否结婚 A69.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 未婚、离婚、丧偶赋值0,其他赋值1 3.242 1.432

是否为农村居民 S1.样本类型(农村/城市) 城市赋值为0,农村赋值为1 0.4101 0.4919

年龄 A3.您的出生日期是什么? 2015-出生年 50.40 16.90

611



变量 问题与说明 赋值方法 均值 标准差

年龄平方项 A3.您的出生日期是什么? 年龄平方 2825 1742

是否退休 A3.您的出生日期是什么? 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赋值为

1,其余为0 0.3723 0.4834

政治面貌 A10.您目前的政治面貌是? 无法回答处理为缺失值,共产党员与民
主党派赋值为1,其余为0 0.1554 0.3623

社会公平感知 A35.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
的社会公不公平? 无法回答处理为缺失值 3.197 1.005

房产数量 A65.您家有几处房产? 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房产超过两
位数(奇异值)处理为缺失值 1.112 0.6680

未来预期 A433.您认为您10年后会
在哪个等级上

无法回答处理为缺失值 5.213 1.965

性别 A2.性别 男性赋值1,女性赋值0 0.4681 0.4990

是否汉族 A4.您的民族是? 无法回答处理为缺失值汉族赋值1,其
余为0 0.9223 0.2678

所在区域 S41.采访地点-省/自治区/
直辖市编码

东部省市赋值1,其余为0 0.4001 0.4899

民主参与 A44.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
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

无法回答处理为缺失值,参与投票赋值

1,其余为0 0.4666 0.4989

工作种类 A58.您的工作经历及状况是 目前从事非农工作赋值为1,其余为0 0.3682 0.4823

是否有车 A66.您家是否拥有家用小
汽车

无法回答处理为缺失值 0.1702 0.3758

房屋大小 A11.您现在住的这座住房
套内建筑面积是? 将0处理为缺失值 116.0 90.88

(二)描述性统计

样本的基本统计结果显示,去除缺失值与奇异值后,受访者中女性大约占到46.8%,男女比

例大致相等。受访者年龄段为18至95周岁,平均年龄为50岁,均符合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

参保年龄。其中41%的受访者居住在农村。受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约为8年。样本中家庭

规模均值为2.89,最大规模家庭为13人,说明样本中的家庭多为3口之家。在客观贫困方面,本
文按照2015年世界银行贫困标准人日均纯收入1.9美元作为城乡统一贫困标准,在此标准下,

样本中14.90%的个体处于贫困线以下。样本中主观贫困发生率达到33.61%,远远高于客观贫

困发生率。值得一提的是,有764名贫困居民并不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远低于平均水平,相反却

有2848名贫困线以上的个体认为自己经济状况远低于平均水平,这也证明贫困的“自决”与“他
决”存在一定差异(表2)。在贫困的空间分布上,城市与乡村主观贫困发生率分别为31.22%与

37.04%,客观贫困发生率则分别为6.17%与26.61%(表3),可见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不仅在客观上造成乡村地区贫困现象多发,也同样影响到乡村居民的主观贫困。从东中西部区

域划分来看,我国主观贫困与客观贫困发生率分别为30.31%、37.04%、38.25%以及7.43%、

17.03%、22.31%(表4),东部地区无论在主观贫困还是客观贫困发生率上均好于中西部地区。

在参保情况上,2015年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大约覆盖了94.2%的城乡居民,其中城市居民与农

村居民参保率分别为93.20%与95.60%。而由表5可知,未参保个体共635人,其中主观贫困者

307人,主观贫困发生率约为48.35%,参保个体共10267人,其中主观贫困者3357人,主观贫困

发生率约为32.70%,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参保群体与未参保群体主观贫困发生率差异较为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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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观贫困与客观贫困发生情况

    主观贫困

客观贫困    
否 是 总体

否 6474 2848 9322
是 764 816 1580

总体 7238 3664 10902

表3 城乡主观贫困发生情况

    主(客)观贫困

城乡      
否 是 总体

城市 4420(6070) 2006(399) 6426(6469)
乡村 2818(3307) 1658(1191) 4476(4498)
总体 7238(9377) 3664(1590) 10902(10967)

表4 中东西部主观贫困发生情况

    主(客)观贫困

区域      
否 是 总体

东部 3031(4061) 1318(326) 4349(4387)
中部 2539(3206) 1313(658) 3852(3864)
西部 1668(2110) 1033(606) 2701(2716)
总体 7238(9377) 3664(1590) 10902(10967)

表5 参保情况与主观贫困

    主观贫困

参保情况    
否 是 总体

否 328 307 635
是 6910 3357 10267

总体 7238 3664 10902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样本是否享有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与样本特征有关,是样本自我选择的结果。因此,本文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ScoreMatching,PSM)模型,基于反事实分析框架,考察社会保障

参与对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本文将个体是否处于主观贫困状态设定为取值0、1的虚拟变量

Yi,以此为PSM模型的结果变量。将参保情况设置为取值0、1的虚拟变量Di,作为PSM 模型

的处理变量。由于样本中社会保障覆盖率达到94.2%,享有社会保障的个体远远多于未享有社

会保障的个体,为实现一对多匹配,本研究将处理组与控制组反转赋值,享有社会保障的个体设

置为控制组Di=0,而将未享有社会保障的个体设置为处理组Di=1,Yi0与Yi1分别为处理组

与控制组主观贫困状况的观测结果及其潜在结果。由此,个体是否享有社会保障对其主观贫困

的影响ATT 应为:

ATT=E(Yi1-Yi0|Di=1)=E(Yi1|Di=1)-E(Yi0|Di=1)

由于(Yi0|Di=1)是处理组未接受处理的潜在结果,无法被直接观测,因此采用与控制组相

匹配的对照组(Yi0|Di=0)作为(Yi0|Di=1)的近似替代。公式可进一步变为:

ATT=E(Yi1-Yi0|Di=1)=E(Yi1|Di=1)-E(Yi0|Di=0)

为实现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匹配,本研究采用logit逐步回归确定的协变量(RosenbaumPR
等(RosenbaumPR等)[38],计算出倾向得分。本研究样本量较大,因此采用最近邻匹配对得分相

近的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进行匹配,最后得出总的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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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保障减缓主观贫困的平均处理效应

为尽量排除协变量中遗漏变量产生的隐藏偏差,本文将国内外文献中提及的相关变量尽可

能地放入模型,以参保情况为被解释变量进行logit逐步回归,考虑到样本量较大,本研究在p=
0.05水平上对协变量进行筛选。结果如下:

表6 logit逐步回归结果

变量名 (1) (2) 变量名 (1) (2)

是否失业 -0.4903*** -0.2851** 所在区域 0.2354** 0.2385**

(0.1749) (0.1192) (0.1068) (0.1051)

个人收入对数 -0.0121** -0.0128** 家庭成员个数 -0.0657
(0.0055) (0.0051) (0.0418)

社会保障满意度 -0.0089*** 0.0094*** 未来预期 -0.0384
(0.0025) (0.0025) (0.0260)

是否有车 -0.4548*** -0.5482*** 政治面貌 -0.2994
(0.1618) (0.1581) (0.2141)

受教育程度 -0.0706*** -0.0737*** 房产数量 -0.1318
(0.0138) (0.0130) (0.0914)

是否结婚 -0.4177*** -0.5319*** 性别 0.1287
(0.1258) (0.1193) (0.1025)

民主参与 -0.4216*** -0.4481*** 家庭收入对数 -0.0131
(0.1104) (0.1097) (0.0129)

是否为农村居民 -0.2634** -0.2990** 工作种类 0.2552
(0.1294) (0.1207) (0.1848)

年龄 -0.0578*** -0.0500*** 是否汉族 -0.1746
(0.0177) (0.0171) (0.1816)

年龄平方项 0.0004** 0.0004** 自评健康状况 0.0192
(0.0002) (0.0002) (0.1373)

是否退休 -0.4725** -0.5317*** 客观贫困 0.0337
(0.2075) (0.2055) (0.1688)

房屋大小 -0.0019** 0.0024*** 常数项 2.3193*** 1.5856***

(0.0008) (0.0008) (0.5708) (0.4703)

社会公平感知 -0.1226** -0.1307***

(0.0485) (0.0481)

PseudoR2 0.0709
Observations 8,794 8,794 8,794 8,794

 ***p<0.01,**p<0.05,*p<0.1

逐步回归结果显示,在5%水平上,是否失业、社会保障满意度、受教育程度、公平感知、所在

区域以及衡量家庭财产的住房面积、是否有私家车等变量对参保情况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将其作

为后续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协变量。而客观贫困、自评健康、民族、性别、政治面貌等变量则与参

保情况关系不大。为了保证匹配样本在总体及各个维度上都具有相似性,本文首先通过平衡性

检验对匹配效果进行验证,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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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情况
均值

处理组 控制组
偏差率% 偏差降低率

T-检验

t值 p>t|

是否失业

个人收入对数

社会保障满意度

是否结婚

是否为农村居民

受教育程度

是否退休

社会公平感知

所在区域

民主参与

民主参与

年龄平方项

是否有车

房屋大小

匹配前 0.5157 0.5848 -13.9
匹配后 0.5149 0.5201 -1.1
匹配前 3.1003 5.9075 -27.0
匹配后 3.0856 2.6225 4.4
匹配前 64.724 69.873 -26.8
匹配后 64.837 66.637 -9.4
匹配前 0.6364 0.7971 -36.2
匹配后 0.6375 0.6515 -3.2
匹配前 0.3059 0.4179 -23.4
匹配后 0.3065 0.2977 1.8
匹配前 8.8339 8.8252 0.2
匹配后 8.8389 8.6235 4.5
匹配前 0.2483 0.3783 -28.3
匹配后 0.2487 0.2539 -1.1
匹配前 2.9755 3.2181 -23.5
匹配后 2.9790 2.9825 -0.3
匹配前 0.4441 0.3931 10.3
匹配后 0.4431 0.4378 1.1
匹配前 0.2972 0.4844 -39.1
匹配后 0.2977 0.3135 -3.3
匹配前 44.519 50.783 -36.1
匹配后 44.557 44.368 1.1
匹配前 2309.4 2853.0 -30.9
匹配后 2312.5 2296.8 0.9
匹配前 0.1101 0.1720 -17.8
匹配后 0.1103 0.0910 5.6
匹配前 96.437 116.50 -23.3
匹配后 96.474 97.788 -1.5

92.4

83.5

65.0

91.3

92.2

-2371.7

96.0

98.6

89.7

91.6

97.0

97.1

68.9

93.5

-3.25 0.001
-0.18 0.859
-6.91 0.000
0.68 0.498
-6.67 0.000
-1.52 0.129
-9.16 0.000
-0.49 0.621
-5.29 0.000
0.32 0.748
0.04 0.966
0.75 0.451
-6.26 0.000
-0.20 0.838
-5.64 0.000
-0.06 0.955
2.42 0.016
0.18 0.858
-8.74 0.000
-0.58 0.564
-8.73 0.000
0.18 0.860
-7.34 0.000
0.15 0.882
-3.84 0.000
1.08 0.280
-5.18 0.000
-0.30 0.765

样本 PsR2 LRchi2 p>chi2 MeanBias
匹配前 0.077 335.01 0.000 24.1
匹配后 0.005 7.81 0.899 2.8

  从平衡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各个维度上,匹配前的控制组与处理组大多存在较大差异,

其标准化差距超过10%,且差异在1%水平上显著。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标准化差距均已控

制在10%以下,且都在10%水平上失去了显著性。同时,匹配前后控制组与处理组整体上的差

异也由1%水平上显著变为不显著,伪R2数值显著下降,说明匹配后控制组与处理组总体的差

异得到了很好的消除,匹配效果良好。

此外,为了使处理组与控制组具有相似个体,本文通过核密度函数进行共同支撑域检验,由

匹配前后核密度图可知(图1),匹配后控制组样本核密度分布与处理组样本核密度分布基本重

合,共同支撑域假设得到了较好地满足。

图1 匹配前后核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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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社会保障减缓主观贫困的平均处理效应可能与匹配方式有关,因此除了使用最近邻

匹配外,本研究还采用经验证匹配效果较好的卡尺1对1与卡尺1对3匹配,确保结果的稳健

性。由于倾向得分所汇报的标准误并未考虑倾向得分为估计所得的事实,而此标准误的同方差

假定也可能不成立,因此本文通过bootstrap自助法重复500次抽样得到的自助标准误对处理组

与控制组的ATT显著性进行判断。通过三种匹配方式对社会保障减缓主观贫困的平均处理效

应实证研究结果如下表:
表8 社会保障减缓主观贫困的平均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t值 自助标准误 z p>|z|

最近邻匹配
(1∶1)

卡尺匹配
(1∶1)

卡尺匹配
(1∶3)

匹配前 0.4860 0.3245 0.1615 7.98

匹配后 0.4869 0.3555 0.1313 4.38 0.0349 3.77 0.000

匹配前 0.4860 0.3245 0.1615 7.98

匹配后 0.4831 0.3588 0.1243 4.14 0.0353 3.53 0.000

匹配前 0.4860 0.3245 0.1615 7.98

匹配后 0.4831 0.3605 0.1226 4.88 0.0324 3.78 0.000

  主观贫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贫困的脆弱性,与个体对未来的担忧密切相关。同时,主观贫

困不仅与绝对贫困相关,还与相对剥夺有关,人们不仅关注自己的绝对收入,还关注着分配上的

公平。减缓贫困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功能,也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追求。社会保障不仅能

够通过发挥收入调节、风险分担等作用,在客观上改善个体的经济条件,为风险社会中的个体构

建起“防护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减缓客观贫困。还能增进个体主观上的公平

感,缓解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带来稳定的风险预期,培植居民幸福感,消除主观贫困。由

社会保障减缓主观贫困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可知,匹配前,未参加社会保障的家庭主观贫困发生

率大约为48.60%,而参保家庭则为32.45%,社会保障参与使得主观贫困发生率下降了约

16.15%。而匹配后,在最近邻匹配下,未参加社会保障家庭主观贫困发生率大约为48.69%,参
保家庭的主观贫困发生率则变为35.55%,此时社会保障参与使主观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3.13%,

且控制组与匹配组的差异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保障参与确实能够有效减缓主观贫困。

而其他两种匹配方式也得出相似结论,差异数值均在1%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因此从三种不

同匹配方法的结果来看,在尽可能的排除其他干扰因素后,社会保障有助于主观贫困缓解。
(三)基于区域差异的进一步研究

由于我国区域间、城乡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不小差距,这无疑使得各地社会保障及其配

套资源服务存在着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分别按照受访者所处区域的不同,将样

本划分为城市组、乡村组以及东部组、中部组和西部组,以检验社会保障对于主观贫困的减缓是

否存在区域差异。

一是基于城乡分组的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间在社会、经
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差异。为检验我国社会保障对于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是否具有城乡差异,本
研究同样采取前文三种匹配方法,基于城乡分组检验社会保障减缓主观贫困的平均处理效应,并
同样采取Bootstrap自助法重复500次抽样得到的自助标准误对处理组与控制组的ATT显著性

进行判断。CGSS201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城市居民样本个数为6469,参保人数6029,农村居

民样本个数为4498,参保人数4300。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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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城乡分组的社会保障减缓主观贫困平均处理效应

地区 匹配方法 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t值 自助标准误 z p>|z|

城市

最近邻匹配

(1∶1)
卡尺匹配

(1∶1)
卡尺匹配

(1∶3)

匹配前 0.4761 0.2992 0.1769 7.38
匹配后 0.4773 0.3586 0.1187 3.28 0.0436 2.72 0.006
匹配前 0.4761 0.2992 0.1769 7.38
匹配后 0.4700 0.3577 0.1122 3.07 0.1123 2.63 0.008
匹配前 0.4761 0.2992 0.1769 7.38
匹配后 0.4700 0.3851 0.0849 2.77 0.0366 2.32 0.020

农村

最近邻匹配

(1∶1)
卡尺匹配

(1∶1)
卡尺匹配

(1∶3)

匹配前 0.5086 0.3598 0.1488 4.00
匹配后 0.5115 0.4885 0.0230 0.42 0.0645 0.36 0.721
匹配前 0.5086 0.3598 0.1488 4.00
匹配后 0.5241 0.5000 0.0241 0.43 0.0673 0.36 0.720
匹配前 0.5086 0.3598 0.1488 4.00
匹配后 0.5241 0.4418 0.0823 1.79 0.0823 1.46 0.144

  从城乡分组后的结果来看,匹配前未参保城市居民的平均主观贫困发生率为47.61%,而享

有社会保障的城市居民平均主观贫困发生率降至29.92%,社会保障参与使得城市居民的主观贫

困发生率下降17.69%。进行最近邻匹配后,未参保城市居民的主观贫困发生率变化不大,而参

保群体的主观贫困发生率变为35.86%,社会保障减缓城市居民主观贫困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11.87%,且减缓作用在1%水平上显著。同时,其他两种匹配方式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另一方

面,在三种匹配方式下,匹配后乡村地区社会保障参与对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却均在10%水平

上失去了显著性。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对于我国城乡居民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具有城乡差异,虽
然社会保障有效减缓了城市居民的主观贫困,但对于乡村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作用却较为有限。

由此可见,尽管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是十七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我

国社会保障覆盖面也在不断拓宽,城乡社会保障标准逐步整合,但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造成乡村地区发展较为滞后,使得城乡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治理水平等存在全方位的差距,加
之我国社会保障政策主要聚焦农村居民绝对贫困的减缓,在培育居民幸福感,减缓主观贫困上还

尚需改进。此外,主观贫困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相对贫困,与个体间的“攀比效应”有关。随着时代

与技术的进步,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信息交换日益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社会的流动

性与异质性,“攀比效应”带来的相对剥夺感也更加凸显,这都可能限制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对主

观贫困的减缓效应。

二是基于中东西部分组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出于实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我国实施

了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客观上造成了我国中东西部的非均

衡发展。因此,本研究按照我国经济地理区域划分,将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广东省、

江苏省、河北省、浙江省、福建省、辽宁省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受访者设为东部组,将吉林省、安徽

省、山西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黑龙江省的样本设为中部组,将位于云南省、内蒙古

自治区、四川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贵州省、重庆市、陕西省、青海省的受

访者设为西部组。CGSS2015的调研数据中,东部地区样本总量为4387,其中参保人数为4104
人,中部地区样本总量为3864,其中参保人数为3619人,西部地区样本总量为2716,其中参保

人数为2606人。以下为基于东中西部地区分组的社会保障减缓主观贫困的平均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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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东中西分组的社会保障减缓主观贫困平均处理效应

地区 匹配方法 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t值 自助标准误 z p>|z|

东部

最近邻匹配
(1∶1)

卡尺匹配
(1∶1)

卡尺匹配
(1∶3)

匹配前 0.4488 0.2924 0.1564 5.26
匹配后 0.4506 0.2964 0.1542 3.51 0.0535 2.88 0.004
匹配前 0.4488 0.2924 0.1564 5.26
匹配后 0.4490 0.2898 0.1592 3.59 0.0533 2.98 0.003
匹配前 0.4488 0.2924 0.1564 5.26
匹配后 0.4490 0.3068 0.1422 3.74 0.0452 3.14 0.002

中部

最近邻匹配
(1∶1)

卡尺匹配
(1∶1)

卡尺匹配
(1∶3)

匹配前 0.4673 0.3269 0.1404 4.23
匹配后 0.4673 0.4019 0.0654 1.31 0.0591 1.11 0.269
匹配前 0.4673 0.3269 0.1404 4.23
匹配后 0.4536 0.3951 0.0585 1.16 0.0615 0.95 0.341
匹配前 0.4673 0.3269 0.1404 4.23
匹配后 0.4536 0.4098 0.0439 1.04 0.0487 0.90 0.368

西部

最近邻匹配
(1∶1)

卡尺匹配
(1∶1)

卡尺匹配
(1∶3)

匹配前 0.6154 0.3720 0.2434 5.02
匹配后 0.6139 0.3861 0.2277 3.11 0.0800 2.85 0.004
匹配前 0.6154 0.3720 0.2434 5.02
匹配后 0.6044 0.3846 0.2198 2.91 0.0876 2.51 0.012
匹配前 0.6154 0.3720 0.2434 5.02
匹配后 0.6044 0.4139 0.1905 3.03 0.0785 2.43 0.015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最近邻匹配前未参保群体主观贫困发生率为44.88%,参

保群体则为29.24%,享有社会保障的群体主观贫困发生率降低了15.64%。匹配后东部地区社

会保障参与对主观贫困的减缓效应同样显著,由未参保组的45.06%下降为29.64%,平均处理效

应为15.42%。且社会保障对主观贫困的减缓效应在1%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同

样显著改善了主观贫困发生率,匹配前,西部地区未参保群体主观贫困发生率达到了61.54%,参

保群体则为37.20%。进行最近邻匹配后,西部地区享有社会保障的群体主观贫困发生率比未享

有社会保障的群体下降了22.77%,且平均处理效应均在5%水平上显著。然而在中部地区,尽

管匹配前参保组的主观贫困发生率均值由46.73%下降至32.69%,显著下降了14.04%,但在匹

配后,三种匹配方式均表明中部地区社会保障对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在10%水平上失去了显著

性。总体而言,社会保障对于主观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与西部

地区社会保障均能有效改善居民的主观贫困,且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参与使得居民主观贫困发

生率下降超过了20%,略高于东部地区社会保障对主观贫困的改善作用。但中部地区社会保障

对主观贫困的减缓却并未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证明其在缓解个体的主观贫困上作用较为有

限。究其原因,这可能与我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中部塌陷”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富带

后富”的区域发展战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而为了改善西部地区发展

水平较为落后的现状,我国又于2000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西部服务计划、青藏铁路建

设等一系列政策倾斜与重大项目,加速了西部地区发展。加之脱贫攻坚中我国的深度贫困地区

“三区三州”都地处西部,为了实现2020年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党和政府

投入大量资源,这都进一步助推西部地区迅速崛起,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水平等得

到全方位的提升,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服务的迅速提高无疑对城乡居民主观贫困的减缓作

用明显。相对于东部的繁荣与西部的腾飞,中部地区则出现了“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中部塌

陷”现象,潘文轩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方本级财力不足、中央财政

扶持力度偏小、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人口压力较大,造成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领域的

“中部塌陷”现象依然比较突出,中部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相比于其他区域位列倒数[39],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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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部地区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质量,进而限制其减缓主观贫困作用的发挥。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重点聚焦我国2020年后的相对贫困减缓问题,通过CGSS2015调研数据,使用倾向得

分匹配模型验证了2015年我国社会保障对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及其区域差异与城乡差异,研究

发现,(1)尽管总体而言,我国社会保障对于居民主观贫困发生率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这种

影响却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与区域差异。(2)社会保障对城市居民以及东西部居民的主观贫困

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但对中部居民以及农村居民的改善作用却较为有限。有鉴于此,本文提出

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从主观贫困减缓角度加强社会保障与减贫政策协同。长期以来,我国都十分重视在精

准扶贫过程中发挥社会保障的益贫性,注重通过社会保障与扶贫开发的政策协同取得脱贫攻坚

的胜利。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2020年后的扶贫工作也应与时俱

进,更加注重贫困的多维性,从“自我感受”的角度理解贫困、定义贫困,将解决个体的主观贫困,

培育居民幸福感作为相对贫困减缓工作的重要方面。而社会保障天然具有防范风险、帮困扶弱、

改善民生的特质,不仅能够在脱贫攻坚期解决绝对贫困,还能够在“后脱贫时代”为具有贫困脆弱

性的人群提供保障,增强人们的安全感与公平感,从主观上缓解个体的贫困感受。为此,一方面

在理论上要进一步加深对起源于功利主义的主观贫困概念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新

中国扶贫理论体系语境下重塑对“主观贫困”概念认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与发展阶段,从多维贫

困与相对贫困的视角深化对主观贫困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与阐释,通过对“何为主观贫困”“主观贫

困如何产生”“如何消除主观贫困”等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打造更加成熟的中国特色主观贫困理论

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做好主观贫困概念解构,沿着总目标、具体目标、评估标准和测量标准等线路

逐步细化,建立科学有效的主观贫困评价体系,为政策评估提供可量化可操作的目标依据。另一

方面在实践上使主观贫困概念嵌入我国的减贫政策设计,丰富扶贫思路,注重在微观层面以管理

学、心理学思维从人本角度将贫困脆弱性人群的行为模式、心理感知与现实需求纳入考量,在传

统的收入维度基础上,兼顾个体主观认同,从多个维度制定“相对贫困”标准,把减缓个体对贫困

的自决作为工作重点。同时做好社会保障顶层设计优化,加强其与减贫政策的协同作用,发挥好

社会保障政策对主观贫困的减缓效应,将社会保障打造成为减缓相对贫困,巩固脱贫成果的长效

机制,使消除主观贫困,促进居民幸福感提升成为社会保障的政策目标,通过合理的时间与空间

规划,从试点到推广,分区域、分阶段做好主观贫困的治理工作。

二是进一步缩小区域差异与城乡差异,突出社会保障体系公平性。首先,应进一步推进信息

化技术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应用,依托专业化的团队,实现社会保障管理与经办现代化,在全国

范围内完善社会保障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加强在线身份认证、移动支付结算等基础功能建

设基础上,拓展更加丰富的“互联网+”应用,满足参保人员的多样化需求。全面推进第三代社保

卡的发行与使用,整合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参保登记、参保缴费等数据,尽快实现社会保障管理经

办跨地区、跨层级、跨业务互联互通,为社会保障全国统筹、全民参保提供技术与管理支撑,使城

乡居民都能更加便捷更加公平地享受到社会保障服务。其次,要加快实施“乡村振兴”“东部崛

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社会保障执行中的不公平。以

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发挥好发达地区、发达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一定的政策倾斜逐步发

挥起城乡、区域比较优势,积极鼓励创新区域间经济合作模式,将欠发达地区纳入城市群、经济带

发展战略规划,强化城市间、城乡间对口帮扶制度,通过经验交流、人才物资输送、产业转移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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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以点带面加速高梯度地区生产要素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同时着力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结

构,为欠发达地区、困难地区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最后,应持续推进城乡区域公共服务

均等化,为保障社会保障公平性提供良好土壤。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上的主导作用,适度加

大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社会保障上的投入,在厘清政府职责,避免“泛市场化”基础上,积

极鼓励社会资本在养老服务、医疗服务等领域的参与,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形成多元化的公

共服务供给主体,分担公共财政压力。以标准化促均等化,建立规范合理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估体

系,严格把控公共服务质量,谨防“缺医少药”等现象发生。此外,公共服务项目也应突出地方特

色,体现差异化。在标准化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的群众意见、满意度的反馈评价机制,提供符合本

地居民需求的服务,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进行公共服务资源的整合与调配,使
公共服务供给能够切合群众需求,切实提升各地居民幸福感。

三是突出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观贫困减缓功能,通过“积极福利”提升居民安全感、幸福感。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奋斗幸福观”为指导,一方面,在2020年后的相对贫困标准设置上需遵循

适度原则,主要将城乡低收入人群、收入来源有限的老年人群、风险脆弱性人群等具有返贫风险

的人群涵盖在内,通过就业导向的社会保障,为相对贫困的工薪家庭提供就业信息、幼儿看护、食

品补助、医疗保险补贴等一系列支持,变相增加相对贫困劳动者可支配收入,激励其积极投入工

作。此外,还可借鉴日本模式,搭建起老年人再就业平台,完善相关法律,为有再就业意愿的离退

休“低龄”老年人提供短期且相对轻松的社区工作、保洁工作、老年看护陪聊工作等等,通过配套

的福利措施增加老年群体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强化社会保障的风险管理。“后脱贫时代”的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应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做好社会保险职能由减小风险损失到积极预防风险的转

化,为社会成员提供稳定的风险预期,保障其主观上的安全感。例如可在医疗保险中增加“免费

体检”项目,并建立配套的助推、说服等激励机制(如提供更加便捷的体检服务并加大各渠道宣传

力度),克服“时间矛盾”[40],鼓励居民定期参加免费体检,防范潜在的大病风险。此外,还需加大

人力资本投入,强化失业保险在为企事业单位在职员工或有就业需求的失业及离退休人员提供

以市场为导向的技能培训、就业咨询、就业指导、就业推荐等方面的支持作用,加强个体劳动力素

质建设,防范失业风险,培养能够自食其力的可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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